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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采用MRIO-SDA方法识别 2004-2011年间结构变动和外需拉动对中
国贸易转入排放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的贸易开放格局设计产业结构调整的
政策方案组合，并利用 GTAP-E模型模拟分析调结构、促内需能否促进中国的经济和贸易
发展与碳排放增长脱钩。结果发现：单独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将促进中国经济总量上升、
碳排放量和转入排放量下降，有利于实现低碳经济和贸易的转型；调结构、促内需政策将
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总量，并带来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同步上升，但外需向内需转移有
利于减少中国转入排放，降低其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成本。较之进一步自由化情形，在现行
开放格局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碳排放量更高，但对转入排放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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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际分工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生产活动基于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在不同国家间分配，
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则在国产品和进口品之间自由选择，由此生产和消费活动实现了
地理分割，同时伴随着碳排放的贸易转移。其中，一国为满足其他国家最终需求的出口部
分所引致的碳排放，称为该国的贸易“转入排放”；一国为满足自身最终需求的进口部分
所引致的碳排放，称为该国的贸易“转出排放”。中国既是贸易大国，也是能耗-碳排放大
国，其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背后隐藏着大规模的碳排放“转入”（Peters 和 Hertwich，2008；
彭水军、余丽丽，2016；Peng 等，2016）。为了厘清中国“转入排放”的驱动因素，已有
研究主要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MRIO）模型的结构分解分析
方法（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对中国碳排放及其转移进行分解分析。其
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Xu 等（2011）指出，2002-2008 年间出口结构、出口规模
始终是中国出口内涵排放上升的主要原因。Su 等（2013）发现，1997-2002 年投入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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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化对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内涵排放和加工贸易内涵排放的影响方向正相反。彭水军等（2015）
则将生产侧和消费侧排放分解为部门排放强度、中间品使用结构、前后向产业关联、最终
需求结构和规模等。尽管已有文献关于碳排放主要驱动因素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
经济结构变动、外部需求规模变化对碳排放量具有显著影响的事实却不容置疑。
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同
时，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经济贸易增长与碳排放增长脱钩，要求中
国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张友国，2010）和产业结构，如 Zhang 等（2014）构建计量
模型发现，1978-2011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的提高对抑制中国碳排放强度作用明显。进
一步地，Tian 等（2014）利用 2002、2007 年投入产出表，重点考察中国九大省份工业内
部结构变化对地区碳排放变化的影响，发现工业结构更为发达的地区倾向于进口碳密集型
产品、出口低碳密集度-高增加值产品，抑制该地区碳排放量的增加。此外，考察未来产业
结构调整能否实现低碳经济和贸易的转型升级，主要借助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例如，Qi 等（2014）首先利用 MRIO 模型测算和分析
了中国净出口内涵碳排放，接着利用 CGE 模型模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贸易内涵碳排放
的潜在影响。
结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尽管现有研究对产业结构与贸易转移排放关系的探讨在逐步
深入，但仍有不足：一方面，只着眼于贸易转移排放的结构效应分解，或仅考察产业结构
调整对碳排放及其转移的潜在影响，均难以全面地研究产业结构与贸易转移排放的双向互
动关系。另一方面，利用 CGE 模型的政策模拟均只立足于国内产业政策，并未考虑中国
“对内-对外”政策的配套组合。鉴于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利用 MRIO-SDA 方
法和 GTAP-E 模型，分别从“事实”角度考察结构效应对中国贸易转移排放的作用，以及
从“反事实”层面模拟结构调整对中国碳排放及其转移的潜在影响，更加全面、合理地研
究产业结构与贸易转移排放的互动影响。第二，以“稳增长-调结构”和“十三五”期间产
业结构的调整目标，作为结构调整政策方案的参考。特别的是，本文还结合贸易自由化趋
势以及“促进内需”的经济目标，将“对内-对外”政策相融合，设计不同贸易开放格局下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方案组合。这有助于中国在变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实施差异
性的政策配套，实现低碳经济和贸易的转型。第三，GTAP 数据库具有更高程度的区域和
部门划分，能够更为细致地分析中国对附件 I 国家、非附件 I 国家的贸易转移排放效应，
对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探讨不同收入类型国家减排责任的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MRIO 框架下贸易转移排放测算及其结构分解分析
MRIO 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X L Y （1）
其中， X 、Y分别表示各国（地区）的产出和最终需求矩阵； 1( )L I A   为里昂惕
夫逆矩阵，A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基于此，我们从最终需求角度出发，根据消费者责任
原则（Peters 和 Hertwich, 2008）将贸易内涵碳排放区分为转入排放、转出排放（彭水军、
余丽丽，2016）。以中国（国家 1）的贸易转移排放为例，说明最终需求角度测算的转入排
放量 1EEE 、转出排放量 1EIN 及其结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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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F 、 1y 表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地区）所有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最终需求均
为 0。 1F  、 1y 表示不包含中国的其他国家（地区）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和最终需求矩阵。
接下来，以转入排放（式（2））为例说明贸易转移排放的结构分解，转出排放的分解
过程与之类似。国外最终需求 1y 可以表示为（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地区）最终需求的
份额 1S  ，以及外国最终需求规模 1v 的乘积。由此式（2）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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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利用“两极分解均值法”（Dietzenbacher 和 Los, 1998）对 t-1 期到 t 期的
中国转入排放总量 1EEE 进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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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C( )F 、 1C( )v 分别表示生产技术和外需规模变动对中国转入排放产生的影
响，即“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规模效应”； ( )C L 、C( )S 分别刻画了国内外产业联动、
外需结构对中国转入排放的影响，两者综合体现了“结构效应”。
（二）GTAP-E 模型框架下调结构、促内需政策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
GTAP-E 模型是基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静态多区域多部门的能源 CGE 模型，其理论基
础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具体来说，GTAP-E 模型拥有 CGE 模型的内核，即假定经济
系统包括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等模块，并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稳态。此外，GTAP-E 模型
进一步在能耗和碳排放模块进行了拓展。Burniaux 和 Truong（2002）通过对生产模块中
的能源投入与其他非能源中间投入进行区分，考虑了能源投入与基本生产要素的替代性，
可以更准确地追溯生产过程中的能耗，以考察政策调整产生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
为了研究方便，现将消费品按照三次产业进行区分，并在 GTAP-E 模型框架下考察调
结构、促内需政策对碳排放总量和转入排放的影响机制。假设经济系统初始平衡时（t=0），
r 地区三次产业的产量分别为 0 ( 1, )q i r 、 0 ( 2, )q i r 、 0 ( 3, )q i r ，出口量分别为 0 ( 1, )ex i r 、
0 ( 2, )ex i r 、 0 ( 3, )ex i r ，生产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为 0 ( 1, )fc i r 、 0 ( 2, )fc i r 、 0 ( 3, )fc i r ，由此初
始均衡时的碳排放总量 02 ( )CO r 、转入排放 0 ( )EE r 可以分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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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假设三次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并不会随着经济政策波动而产生明显变化，同时制
造业碳排放强度始终远高于服务业碳排放强度，由此可以将结构调整政策（t=1）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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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实施结构调整政策，制造业产量下降应低于服务业产量上升，但制造业排放强度
远高于服务业排放强度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对 r 地区碳排放总量的影响
取决于 0 0( 2, )* ( 2, )q i r fc i r 和 0 0( 3, )* ( 3, )q i r fc i r 的大小，在生产技术变化微弱的静态模型
中，主要取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产量的相对变化。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将带来 r 地区制造
业的出口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业的出口相对价格下降，导致 r 地区制造业出口下降、服务
业出口上升。对于中国这种生产技术相对低端的制造业出口大国，产业结构调整将导致其
转入排放下降。类似地，若进一步实施促进内需政策，国内价格较之出口价格出现下降、
产出规模扩张，价格机制作用下将削弱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影响，导致 r 地区碳排放总量
增加。与此同时，促进内需将导致外需规模相对萎缩并进一步导致中国转入排放降低。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1、GTAP 数据库区域部门合并
表 1 GTAP 9 数据库的地区部门合并
新分类标准
区域
合并
美国、欧盟、日本、RoA1、
中国、印度、俄罗斯、能源净出口国（EEx）、东欧（EEFSU）、RoW
部门
合并
农业、能源生产部门（煤炭、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电力）、能源密集型部门（金属矿物、
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其他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其他服务
本文的经验研究采用 GTAP 9 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 140 个地区、57 个部门，为研究
和分析方便需对其进行合并（表 1）。首先，贸易转移排放是针对附件 I 国家①以国际贸易
为媒介对非附件 I 国家造成碳泄漏而提出的，在考察中国贸易转移排放时需要区分对附件
I 国家、非附件 I 国家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附件 I 国家中的美国、欧盟和
日本，以及非附件 I 国家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此外，本文重点考察能耗带来的碳排
放影响，可以结合 GTAP 9 的能源数据将非附件 I 国家中具有能源禀赋优势的地区合并为
能源净出口国（EEx），并根据地缘的相近性将东欧地区的国家合并（EEFSU）。其次，在
部门合并时不仅需要关注三次产业结构，还需区分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部门。
2、构建 MRIO-SDA 的数据基础
利用 MRIO 模型测算贸易转移排放及其驱动因素时，需构建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Output Table, WIOT），这包括三个步骤（彭水军、余丽丽，2016）：（1）将 GTAP 数
据库的投入产出关系转化为外生国际运输的 WIOT；（2）根据进口结构调整双边出口以实
现双边贸易平衡；（3）以 GTAP 数据库的中间投入碳排放作为 MRIO 模型的碳排放账户。
①《京都议定书》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指《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包括可能作出的修正，或
指根据《公约》第四条第 2 款（g）项作出通知的缔约方。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法国等发达经
济体。本文将俄罗斯归为非附件 I 国家，列属“新兴经济体”。
9值得说明的是，SDA 采用不变价投入产出数据，因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 GDP 平减
指数将 2007、2011 年投入产出表平减为 2004 年。
3、GTAP-E 模型的初始均衡校准
GTAP 数据库包含各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如投入产出关系、消费组合与收入分配、
国家（地区）间的贸易联系等，是 GTAP-E 模型初始均衡的数据基础。此外，为实现 GTAP-E
模型的系统均衡还需要一系列经济参数，如弹性参数、份额参数、税率水平等。其中，弹
性参数以文献参考的方式得到，如替代弹性来自于 Hertel 等（2007）的计量估计，份额参
数通过 GTAP-E 模型校准而来，税率水平由 GTAP 数据库从相关机构数据计算而来。
三、政策方案设计
1、基准方案设计
为了刻画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需要设计不存在任何政策变化的参考情形，即基准方
案。本文研究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有助于 2020 年低碳减排目标
的实现，以及能否缓解参与国际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减排压力。因此，基准方案设计以 GTAP
数据库中 2011 年经济-能耗-排放数据为基础，根据 IMF 预测的各地区实际 GDP 增长率、
人口和劳动增长率，利用 Chappuis 和 Walmsley（2011）方法将经济系统更新至 2020 年。
2、政策方案设计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经济贸易低碳发展，成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2009 年 11 月，中国政府宣布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40%-45%。2014 年 9 月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进一步强调了
2020 年的碳减排目标，并将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控制温室气体的首要措施。此外，外需扩张
是近年来中国大规模转入排放的重要因素，同时贸易自由化作为全球化重要内容也将对中
国贸易转移排放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方案可分为两大类：（1）现行
开放格局情景，此时只考察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内需政策；（2）进一步开放情景，
将贸易自由化作为开放经济的大背景，进一步考察国内产业调整和促进内需政策（表 2）。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试图降低经济发展对重工业
的依赖，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对三次产业结构的
调整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是稳增长的重要依托，适应新常
态需要在结构优化中扩大内需、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基于此，我们在“现行开放格局”情
景下考察两种方案：（1）产业结构调整，在总产出不变的基础上，以 2011 年为基期，实
施“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经济结构目标。（2）调结构、促内需，在“产业结构
调整”基础上，进一步假设中国内需提高 50%（Qi 等, 2014）。进一步地，假设贸易自由
化进程逐步推进，在此背景下中国继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内需等国内政策。此时，
以 GTAP 数据库中 2007 年、2011 年的关税税率为基础，并假设 2011-2020 年世界各地区
按照不变的趋势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具体地，我们在“进一步开放”情景下考察三种方
案：（1）全球贸易自由化情形，以此作为后面两种政策的参考基准；（2）贸易自由化背景
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3）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中国的调结构、促内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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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策方案设计
类型 编号 政策方案 政策目标
现行
开放
AP1 产业结构调整 “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
AP2 调结构、促内需 AP1+内需提高 50%（相较于基准方案）
进一步
开放
OP1 全球贸易自由化 按 2007-2011 年关税变化率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OP2 全球贸易自由化+产业结构调整 OP1+AP1
OP3 全球贸易自由化+调结构、促内需 OP1+AP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中国贸易转入排放的结构分解分析：基于 MRIO-SDA 方法的测算
如表 3，2004-2007 年中国转入排放增长了 29.47%，受金融危机影响，2007-2011 年转
入排放的增长幅度仅为 0.91%。同时，2004-2011 年间中国转出排放规模远小于转入排放规
模，对外贸易导致中国存在大规模的碳排放“净转入”并对中国低碳贸易转型和低碳减排
造成了巨大压力。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此处重点分析中国贸易转入排放的驱动因素。
表 3 2004-2011 年中国对外贸易转移排放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
转移排放的
结构分解
时期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 规模效应 转移排
放总量技术效应ΔF 产业关联ΔL 需求结构ΔS 需求规模ΔV
转入排放
ΔEEE
2004-2007 -41.09 20.01 18.56 30.09 29.47
2007-2011 -29.79 -1.86 12.85 18.92 0.91
来自附件 I 国家
转入排放
2004-2007 -38.71 20.09 14.70 20.94 18.26
2007-2011 -27.85 -0.95 8.81 9.94 -9.76
来自非附件 I 国家（不含
RoW）转入排放
2004-2007 -54.59 33.85 26.78 81.33 93.53
2007-2011 -33.92 -2.44 10.40 47.37 23.12
转出排放
ΔEIN
2004-2007 -33.49 -6.05 -2.13 64.66 22.79
2007-2011 -31.59 -15.48 -4.46 98.39 45.65
注：表中数值是转移排放在特定时期的变化量与其转移排放量的比值，再乘以 100。
转入排放的结构分解显示：（1）研究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是抑制中国转入排放增长
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对来自非附件 I 国家转入排放的抑制作用始终强于对来自附件 I 国家
转入排放的抑制作用。（2）2004-2007 年间，国内外产业关联效应是促进中国转入排放增
加的重要因素，2007-2011 年该因素却对转入排放增加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3）外国
最终需求结构是导致中国转入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并且相较于附件 I 国家，中国对非附
件 I 国家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需求结构和产业关联综合体现了结构效应对中国
转入排放总量变化的影响，前者体现了中国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后者与中国嵌入
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有关。（4）外国最终需求规模增长是推动中国转入排放增加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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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此外，需求规模效应对来自非附件 I 国家转入排放的影响程度更加显著，这主要由
于全球生产网络中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贸易地位逐渐增强。综上所述，2004-2011 年间外需
结构和国内外产业关联的“结构效应”以及外需的“规模效应”是中国大规模贸易转入排
放的重要原因。由此，利用 GTAP-E 模型考察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时将促进内需政策纳入分
析框架，以研究调结构、促内需政策能否实现中国经济和贸易的低碳转型。值得注意的是，
在利用 GTAP-E 模型进行模拟时暗含假设“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外国最终需求，同时直
接和间接带来产业关联效应”，由此与转入排放驱动因素的分析相对应。
（二）调结构、促内需政策的模拟分析：基于 GTAP-E 模型的预测
1、对中国宏观经济、福利和碳排放的潜在影响
如表 4，政策 AP1 在现行开放格局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将导致中国制造业产品价格
上升、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改善 0.77%、出口下降而进口上升，中国实际 GDP
增长 0.07%、消费者福利改善。经济总量上升并没有导致碳排放量同步增加，此时碳排放
总量下降 0.25%、碳排放强度降低 0.33%。这说明调整产业结构的确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
与碳排放增长逐渐脱钩的重要政策选择。政策 AP2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刺激内需，将导
致国产品价格明显上升，贸易条件改善 3.27%，同时经济规模进一步增长且更多用于满足
国内需求。另外，“刺激内需”情形下最终消费大幅增加，此时碳排放量随着经济总量增
加而增加，碳排放强度上升 1.13%。
贸易自由化 OP1 情形下各经济体进行关税削减，此时中国经济总量、碳排放量呈现同
步增长趋势。政策 OP2、OP3 进一步实施了政策干预，相较于“现行开放格局”方案 AP1、
AP2，“进一步开放”方案 OP2、OP3 对中国经济总量影响无明显差异，进出口量呈现微弱
上升趋势，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有所下降。这说明无论是否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产业结
构调整政策都是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选择，进一步刺激内需将会导致中国经
济总量上升、消费者福利大幅度改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上升。
表 4 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预测（%，百万美元）
政策方案 GDP EV 出口 进口 国内供给 贸易条件 碳排放 碳排放强度
AP1 0.07 17341.4 -4.78 0.99 0.62 0.77 -0.25 -0.33
AP2 0.73 99656.07 -15.31 10.78 20.75 3.27 1.86 1.13
OP1 0.03 115.67 0.99 1.35 -0.15 -0.09 0.03 0
OP2 0.08 16089.09 -3.67 1.76 -0.06 0.63 -0.37 -0.45
OP3 0.72 95624.59 -14.23 11.33 19.72 3.11 1.71 0.98
注：表中结果指政策方案相较于基准方案的变化；EV 单位为百万美元，其余变量单位为%。
2、对中国部门经济和碳排放的潜在影响
如表 4，“现行开放格局”和“进一步开放”情形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
的潜在影响类似。此处选取政策 OP2、OP3 的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产业结
构调整对贸易转移排放影响的基础。如表 5，“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OP2、“刺激内需”政
策 OP3 均导致中国出口总量下降，下降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尤其是天然气、成品
油、电力、非金属矿物、有色金属、其他制造业 6 个能源相关部门。分区域来看，政策
OP2、OP3 对附件 I 国家出口下降部门的下降程度高于对非附件 I 国家相应部门的出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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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程度。相较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OP2，“刺激内需”政策 OP3 将导致各部门出口下
降，在产出不变基础上更多地用于国内供给。此外，政策 OP2、OP3 情形下，中国进口增
加部门基本集中在出口下降部门，并且“刺激内需”政策的进口上升程度更明显。
经济系统碳排放包括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其中生产排放与其产出直接相关，而产出
变化通过国内供给和出口变动表现。如表 5，“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OP2 将导致制造业部
门碳排放下降，服务部门碳排放上升；“刺激内需”OP3 情形下，煤炭、原油、天然气、
成品油、电力 5 个能源生产部门碳排放下降，其它部门碳排放上升。碳排放强度变化受部
门产出和碳排放变化共同影响，政策 OP2 将导致 5 个能源生产部门、非金属矿物和建筑业
的碳排放强度下降，政策 OP3 将进一步促进能源生产部门、服务部门碳排放强度下降，非
金属矿物碳排放强度较之政策 OP2 有所上升。综上所述，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确实会对中国
贸易规模、贸易结构产生影响，同时部门产出及碳排放变化将带来碳排放强度的缓慢调整，
最后通过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生产技术变化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转移排放。
表 5 “进一步开放”情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部门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预测（%）
部门/政策
国内供给
出口
进口 碳排放 碳排放强度
合计 附件 I 国家 非附件 I 国家
OP2 OP3 OP2 OP3 OP2 OP3 OP2 OP3 OP2 OP3 OP2 OP3 OP2 OP3
农业 -5.33 2.30 24.76 -8.57 16.00 -9.55 14.27 -9.29 -0.90 17.27 1.04 2.19 6.29 0.03
煤炭 0.25 3.88 -9.61 -27.03 -8.77 -23.86 -7.53 -22.68 5.18 18.31 -1.87 -2.36 -2.01 -5.72
原油 -1.77 -2.13 2.91 2.83 0.82 -0.17 0.46 -0.40 -1.25 -1.03 -2.86 -5.36 -1.14 -3.32
天然气 0.20 7.61 -14.16 -60.99 -14.86 -61.09 -13.43 -60.09 2.30 12.71 -2.07 -4.78 -0.80 -5.27
成品油 1.35 9.23 -7.71 -28.26 -7.65 -24.19 -2.34 -19.12 13.36 32.29 -1.78 -3.16 -2.67 -9.72
电力 1.97 11.38 -17.62 -50.75 -15.66 -45.82 -15.05 -44.25 9.40 43.11 -0.89 -0.37 -2.75 -10.41
金属矿物 -1.94 -2.47 0.37 -0.36 0.00 -0.89 -0.49 -2.08 -1.02 -1.03 -0.31 1.40 1.63 3.95
化学制品 -2.17 -1.79 0.70 -3.13 -0.06 -4.13 0.24 -3.45 4.03 6.37 -0.35 0.79 1.61 2.83
非金属矿物 6.56 6.44 -25.61 -28.02 -21.26 -24.25 -19.54 -22.23 21.97 23.92 -0.21 1.38 -5.16 -3.42
有色金属 -0.20 -0.97 -4.86 -5.07 -5.78 -6.54 -0.86 -1.84 6.86 6.55 -0.28 0.81 0.11 2.00
金属制品 -2.39 -3.04 1.73 1.33 1.07 0.21 0.51 -0.74 0.38 0.26 -0.23 1.50 2.02 4.52
其他制造业 -0.31 2.00 -4.83 -12.14 -4.49 -11.61 -4.00 -10.74 2.46 7.36 0.15 1.99 1.30 2.66
运输业 -3.78 7.85 8.01 -10.49 10.77 -17.16 10.44 -17.19 -6.45 15.37 2.19 2.23 5.55 -4.20
建筑业 6.23 102.03 -17.96 -92.80 -14.26 -85.91 -13.60 -85.67 11.95 284.47 2.35 3.69 -3.59 -48.50
其他服务业 -0.56 35.48 4.62 -66.65 2.76 -56.09 2.84 -55.88 -1.68 76.14 2.47 3.73 2.99 -22.53
注：表中结果是指政策方案相较于基准方案的变化。
3、对中国贸易排放转移的潜在影响
如表 6，附件 I 国家始终是中国转入排放最重要的目的地。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下
（除政策 AP1），较之非附件 I 国家，中国对附件 I 国家转入排放的下降幅度更高。这主要
因为中国能源生产部门、能源密集型部门的出口降幅较大，而附件 I 国家是中国相应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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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出口国。此外，“现行开放格局”和“进一步开放”情形下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
附件 I 国家转出排放增长程度略低于对非附件 I 国家转出排放的增加程度，且都高于进口
总量的增加幅度，这与中国进口结构更倾向于碳密集型产品有关。净转入排放是转入排放、
转出排放的差额，衡量中国对外贸易是否导致碳排放“净进口”。基准方案下，为满足其
他地区最终需求中国存在大规模碳排放“净转入”，其中对附件 I 国家、非附件 I 国家净转
入排放规模分别高达 919.62Mt、228.7Mt。 “现行开放格局”（政策 AP1、AP2）和“进
一步开放”情形下（政策 OP2、OP3）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导致中国转入排放下降、转出排
放上升，这将导致中国净转入排放快速下降。总体来说，较之“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政
策 AP1、OP2），“刺激内需”政策（政策 AP2、OP3）将进一步导致出口下降、进口上升，
转入排放下降、转出排放上升，更有利于抑制中国的净转入排放。较之“现行开放格局”
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进一步开放”情形将会削弱对中国净转入排放的下降。
表 6 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对中国贸易转移排放的影响预测（Mt，%）
转入排放 附件 I 国家 美国 欧盟 日本 非附件 I 国家 印度 俄罗斯 RoW
基准方案（Mt） 1132.82 444.99 425.24 163.59 415.70 70.48 53.84 441.24
AP1（%） -5.26 -5.05 -5.62 -4.68 -5.75 -5.20 -5.93 -5.68
AP2（%） -15.96 -14.96 -17.17 -15.59 -15.55 -13.08 -17.25 -15.64
OP1（%） 0.56 0.34 0.76 -0.10 1.40 0.96 3.58 0.33
OP2（%） -4.56 -4.68 -4.65 -4.44 -4.00 -3.65 -2.31 -4.94
OP3（%） -15.26 -14.53 -16.26 -15.30 -13.89 -11.55 -13.94 -14.94
转出排放 附件 I 国家 美国 欧盟 日本 非附件 I 国家 印度 俄罗斯 RoW
基准方案（Mt） 213.20 62.24 61.56 39.64 187.00 32.90 33.33 194.96
AP1（%） 2.41 2.35 2.52 3.86 2.53 1.86 2.99 2.12
AP2（%） 13.70 16.00 14.86 13.94 13.54 11.77 14.74 10.73
OP1（%） 1.47 2.24 1.02 1.36 1.73 1.29 2.17 1.40
OP2（%） 3.09 3.49 3.00 4.55 3.46 2.36 4.19 2.85
OP3（%） 14.29 16.96 15.11 14.75 14.32 12.06 15.84 11.41
净转入排放 附件 I 国家 美国 欧盟 日本 非附件 I 国家 印度 俄罗斯 RoW
基准方案（Mt） 919.62 382.75 363.68 123.95 228.70 37.58 20.51 246.28
AP1（%） -7.04 -6.25 -7.00 -7.40 -12.53 -11.37 -20.42 -11.86
AP2（%） -22.83 -19.99 -22.59 -25.04 -39.33 -34.83 -69.24 -36.52
OP1（%） 0.35 0.04 0.71 -0.57 1.13 0.67 5.87 -0.52
OP2（%） -6.33 -6.01 -5.95 -7.31 -10.10 -8.91 -12.87 -11.10
OP3（%） -22.10 -19.65 -21.57 -24.91 -36.97 -32.22 -62.34 -35.80
注：表中百分比指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下中国对各地区转移排放相较于基准方案的变化百分比。
资料来源：利用 GTAP-E 模型的模拟结果构建 MRIO 模型，进一步测算中国贸易转移排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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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生参数的敏感性检验：以政策方案 AP2 为例
经济模拟结果往往十分依赖外生参数值选取的精确性，考察外生变量值变化对模拟结
果的影响有助于判断模拟结果的可靠性。首先，选取与研究内容最为相关的弹性参数。当
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时，将影响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此时生产者将结合中间投入品的替
代弹性 ESBT 重新配置生产，消费者将结合国产品与进口品的替代弹性 ESBD 重组商品篮
子，由此经济主体行为选择变化将影响经济体的碳排放。此外，生产过程中能源束与增加
值束的替代弹性 EFVE、能源束与资本的替代弹性 EFKE，始终是影响经济体能耗-碳排放
的重要外生参数。其次，困囿于篇幅所限，以政策 AP2 为例选择系统敏感性检验（Systematic
Sensitivity Analysis, SSA），考察外生参数值变动 50%对中国碳排放量变动的影响。结果发
现：（1）中国碳排放量变化的均值与基准模拟的结果几乎无差异；（2）当 ESBD（T_C）
变化 50%时，中国碳排放量变化的标准差为 0.1209。这意味着国产品与进口品的替代弹性
变化将导致模拟结果的波动程度较为明显，这是因为实施调结构、促内需政策时，将直接
影响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导致国内供给和进出口结构变化从而影响中国的碳排放量。
但从置信水平来看，ESBD 变动时中国碳排放变动数据中至少有 75%数据位于平均数两个
标准差范围内，该结果仍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表 7 现行开放格局下“调结构、促内需”政策 AP2 的系统敏感性分析（%）
中国碳排放 ESBD（T_C）ESBT（P_C）EFVE（P_C） EFVE（R） EFKE（P_C） EFKE（R）
gco2t（"CHN"）-ref 1.8617 1.8617 1.8617 1.8617 1.8617 1.8617
gco2t（"CHN"）-m 1.8782 1.8617 1.8621 1.8617 1.8636 1.8619
gco2t（"CHN"）-sd 0.1209 0 0.0159 0.0281 0.0038 0.0148
注：gco2t（"CHN"）-ref 表示为政策 AP1 对中国碳排放量影响，gco2t（"CHN"）-m、gco2t（"CHN"）-sd
表示参数值变动时中国碳排放变动的均值、标准差。T_C、P_C、R 表示为参数维度，如贸易品、产品、地区。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无论是否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AP1、OP2 都能改变中国的生
产结构和贸易模式，促进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增长脱钩，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的
可持续发展。需注意的是，本文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抑制高碳行业过快
增长、大力发展战略性产业和服务业，并未考察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制造业的优化升级
主要体现在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但中国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
段，能源需求仍在迅速增长且具有刚性、能源结构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因此制造业内部
的优化升级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现阶段，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快技术创新、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技术和产业升级推动贸易结构
的低碳化、抵消出口规模增长效应的不利影响，实现贸易发展与低碳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较之现行开放格局（政策 AP1、AP2），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实施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OP2、OP3），将更有利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但对中国净转入排
放的抑制作用有所弱化。较之单独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政策 AP1、OP2），增加“刺
激内需”的政策方案（政策 AP2、OP3）将促进中国经济总量增加、消费者福利改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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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排放下降、转出排放上升，对中国净转入排放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强，但不可避免地带来
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上升。本文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始终是实现低碳经济和贸易的重
要政策，但需密切关注国内外经贸形势并明确特定的政策目标（如更偏重低碳经济抑或低
碳贸易），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配套组合。
此外，“刺激内需”政策可以显著地降低中国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成本，却会导致碳排放总
量和碳排放强度上升。这说明进一步调节国内消费结构尤其是国内供给国内消费部分的产
品结构，促进低碳消费模式的发展，将有助于中国低碳经济和贸易的协调发展。最后，本
文贸易转移排放以最终需求为切入点，这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上承
担了发达国家消费引致的碳排放转移，因此现行的生产者责任原则的碳排放核算体系面临
着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Peng 等，2016），需要进一步调整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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